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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

杨　礼　银

[摘　要] 从苏格拉底明知对自己的审判不正义仍然拒绝越狱而甘愿接受死刑 ,到梭罗明

确提出公民不服从的思想并以抗税的形式亲身践行 ,再到马丁·路德 ·金领导的争取黑人自

由的示威游行 ,西方在法治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罗尔斯将这样一种争

取民主的公民不服从问题纳入他的正义论体系 ,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使得这一问题再次成为

法学 、伦理学和政治学关注的热点 。但是 ,罗尔斯的这一论述也有其缺陷 。相比较而言 ,哈贝

马斯在公民不服从问题上给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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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公民对法律的服从与不服从 。众所周知 ,服从法律是公民的义务 ,也是社会得

以有序发展的根本保障。但是 ,服从法律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法律是正义的。如果法律已经不再

正义了 ,那么公民该如何对待那些不正义的法律呢 ?在解决这类问题的过程中 ,西方逐渐形成了一个公

民不服从的传统 ,这一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法治化的进程。1972年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专

题论述 ,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公民不服从的问题 。不过 ,本文认为 ,关于公民不服从最有说服力的

论述在哈贝马斯那里 。

一 、罗尔斯之前的“公民不服从”思想与实践

虽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通过赞颂安提戈涅“遵守神圣的天条而犯罪”
[ 1]
(第 9页)的精神 ,就已

经暗示了公民不服从的思想。但是 ,首次明确提出“公民不服从”问题的却是柏拉图的《克力同》 。

据《克力同》记载 ,在雅典由 501人组成的大陪审团以多数票判决苏格拉底死刑之后 ,苏格拉底的朋

友克力同等做好了安排 ,让他越狱逃往他乡 ,但是苏格拉底为了忠于法律而不为所动。他认为 ,越狱逃

跑没有正当理由 ,不愿意越狱却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一 ,尽管对他的判决实质上不正义 ,但是在程序上

是完全合乎法律的 ,因此他必须服从;其二 ,作为雅典的公民 ,既然享受了雅典法律带来的安宁和自由 ,

就应当遵循和服从这样的法律 。因为 ,雅典法律公开宣布了这样一个原则:任何雅典人到了成年 ,认清

了雅典国家政治组织和法律的性质 ,如果不满意的话 ,都可以带着他的财产迁居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

方。所以 ,在苏格拉底看来 ,法律既然给了他这种选择的权利 ,而他并没有选择离开 ,而且享受了雅典法

律带给他的秩序和利益 ,这就说明他实际上已经自愿与雅典的法律订立了一项契约 ,做出了一种承诺。

这样 ,当同一个法律的判决不利于自己时 ,怎么可以背信弃约逃跑呢? 这样做就不是一个高尚的公民 ,

而是一个最低贱的人了。因此 ,苏格拉底坦然地接受了死亡的判决。

在苏格拉底这里 ,他所给出的理由不是“公民不服从”的理由 ,而是公民即便遭到了法律的不公正判

决仍然严格服从法律的理由 ,这些理由体现了忠诚于法律 、以法律为至尊的精神 。但是 ,他的死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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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与公民不服从一样的问题 ,即公民服从法律的义务的限度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 ,很少有思想家继

续探讨这个问题 。直到 19世纪 ,亨利·大卫 ·梭罗(Henry David Tho reau)才提出了个人不服从法律

的正当性的观念 。梭罗问道:难道公民必须不断地把他的良心托付给立法者吗? 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就像后来的诺齐克一样 ,梭罗认为 ,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但他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 ,我们首先是

人 ,然后才是接受裁决者 。梭罗以他个人的实际行动 ———拒绝纳税来反抗法律的不公正。他和苏格拉

底一样 ,都不信赖公众的舆论和多数的判断 ,公民服从或不服从的行为都必须从道德正当出发 ,以成为

一个行为正直和道德高尚的公民为目标 。他也意识到这样的公民不服从是违法行为 ,并接受了“惩罚”。

可见 ,梭罗的公民不服从仅仅是个人作为公民出于良知的偶然行为 ,而非群体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 ,

其目的也不在于改变法律或依法律而执行的公共政策 。

1963年 ,马丁 ·路德 ·金(Martin Luthe r King)领导了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非暴力反抗的公民不

服从运动 ,第一次提出了如下观点和要求: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可以也应该不服从多数人制定的不公正的

法律 。他这里所谓的不公正的法就是贬低人格 、多数人并不受其约束 、少数人没有充分参与其制定的

法。此外 ,他又指出 ,当一条法律被用来保护不正当目的时 ,也是不公正的 。

马丁 ·路德 ·金还总结了对待不公正法律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逆来顺受 ,第二种方式是暴力

反抗 ,第三种方式就是非暴力公民不服从运动 。这种非暴力表现为和平劝说 ,以真理和良知来改变不公

正的法律 。他曾声言:“我们会开展对于不公正的直接行动 ,而不等待其它机构的行动 。我们不会遵守

不公正的法律 ,也不会服从不公正的实践。我们这样做 ,会和平 、公开和喜乐 ,因我们的目标便是劝说。

我们会用言语来劝说 ,然而如若言语无效 ,我们也会用我们的行动来劝说。我们会永远乐于商讨并谋求

公正的妥协 ,但如果必需 ,我们也准备着受苦 ,甚至甘冒生命的危险 ,为我们见到的真理做见证 。”
[ 2]
(第

98-99 页)也就是说 ,虽然他们甘愿为自己的不服从而走向牢狱 ,但并不认为判决的法律是神圣的 ,之所以

采取非暴力的方式 ,并非出于对法律的忠诚 ,而仅仅因为它是相对较好的方式而已。

对于公民不服从的传统来说 ,苏格拉底 、梭罗与马丁 ·路德 ·金是思想者 ,更是实践者。他们关于

公民不服从的理论直接来源于他们的实践;反过来 ,他们的理论又指引着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进一步发

展。也正是他们所践行的这些公民不服从运动促使了罗尔斯 、哈贝马斯等人从理论上对公民不服从的

反思和重构。

二 、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

罗尔斯对公民不服从的定义 、条件 、证明和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证 。他认为 ,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

的 、非暴力的 、本着良心的却又是政治的反抗法律的行为 ,这种行为的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

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以这种方式行动 ,人们表达共同体的多数人的正义感 ,并宣称:按照他们经过

考虑的观点 ,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没有受到尊重”[ 3](第 320 页)。

罗尔斯认为 ,每个公民都有服从法律的政治义务 ,但是 ,当法律严重不正义时 ,公民就具有了不服从

此种不正义法律的权利和义务 。然而 ,如何判定一部法律是否是正义的呢 ?罗尔斯指出 ,存在着一个判

定标准 ,即原初状态中形成的政治共识 ———两个正义原则 ,违反了两个正义原则的法律就是不正义的。

而对于公民来说 ,正当的不服从也需要满足不违反两个正义原则这一前提 。同时 ,罗尔斯还进一步提出

了正当的公民不服从的三个具体条件:一是不被服从的法律具有实质性的 、明显的不正义;二是对多数

的正常呼吁已经被真诚地做过了 ,但是没有效果;三是公民的不服从不能导致严重的无秩序状态 ,不能

破坏对法律精神的尊重 ,从而产生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幸的后果 。所以 ,具备这些条件的公民不服从具

有如下的几个特征:违法性 、政治性 、公开性和非暴力。

显然 ,具有这些限定条件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的适应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按照罗尔斯自己的说法 ,它

只适用于接近于民主正义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里 ,作为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根本大法 ———宪法 ———和据

此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因此 ,公民不服从的法律不是反对当前的根本制度 ,而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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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维护和促进它 。这种公民不服从作为一种稳定宪法制度的手段 ,通过在忠于法律尊严的范围内反对

不正义法律 ,禁止对正义的偏离 ,并在偏离出现时纠正不正义 ,从而有助于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

可见 ,与其前辈们的理论相比 ,罗尔斯从正义的角度对公民不服从的阐释无疑进一步明晰了公民不

服从这一概念的涵义 。但是 ,这一阐释只是在他的正义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的 ,遗留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 ,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缺乏由之出发并归诸于此的可靠原点 。罗尔斯认为 ,公民不服从的根本

出发点和最终价值都是正义 ,判定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依据是在原初状态中被设定的两个正义原则。

因而 ,在他看来 ,在现行的法律条文之上一定存在着决定公民是否应该服从的最后命令。这个最后命令

不是出于人们现实的 、独特的 、本己的实际生活 ,而是出于被假设的原初状态 ,它凌驾于特殊的生活世界

之上 。因而 ,公民不服从的主体只能诉诸普遍的 、与个体无特殊关联的共同价值 ,不允许公民将自身独

特的价值观念带入其中。这样 ,罗尔斯就掐断了公民的特殊价值与共同价值的联系 。其实 ,任何共同价

值 ,如正义 ,在特定的生活世界中都是公民本己的特殊价值 ,而且 ,也只有从这一特殊的价值立场出发 ,

共同价值才有了力量的源泉。虽然罗尔斯强调公民对自己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做出解释 ,但是评价其解

释是否合理的标准是无知之幕掩盖下的正义原则 。所以 ,作为一名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罗尔斯虽然一再

强调公民个体在公民不服从中的自律 ,但他只是强调公共自律 ,而忽视了公民对自身生活世界的私人自

律。这样 ,公民不服从仍然离开了使公民成为这个公民的生活原点。

其次 ,罗尔斯没有论证这种离开了可靠原点的公民不服从的可能途径 。离开了生活世界的公民不

服从是如何形成的呢 ?它是如梭罗那样的个人行为还是如路德所组织的那样的群体行为 ?从公民对违

反正义的法律的自觉到参与不服从行为之间是一蹴而就的 ,还是经过了中间的必要过程? 它所凭借的

根本手段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罗尔斯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虽然他强调公民不服从需要诉诸多数人的

正义感 ,并在对政治多数的诉求已经真诚地做过了之后才能进行 ,但他还是强调公民不服从是一种表达

主张的请愿形式 。然而 ,请愿与诉求有何差别呢? 他并没有对此加以说明 。其实公民不服从虽然是一

种违法的政治行为 ,但是其根本宗旨在于对法律精神的维护和倡导 ,因而 ,其可能的途径只能是法律。

也就是说 ,公民不服从的请愿虽然暂时采取了某种违法的方式 ,但最终只能以正当的合法程序改变法

律 、政策或者重新立法 ,从而实现其倡导的价值。

罗尔斯这里存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 ,在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中我们可以找到对应的答案 。

三 、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

虽然哈贝马斯直接论述公民不服从问题的文字并不多 ,但是他的话语民主理论却包含了丰富的公

民不服从思想。

哈贝马斯认为 ,社会的整合主要通过法律来完成 ,法律是否正义取决于它的合法性。而法律的合法

性不在于公共权力 ,也不在于法律自身 ,而在于形成民主政治意志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 ,自由平

等的公众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提议 、批判 、辩论 、达成共识 ,并将这些共识形成公众舆论 ,从而凝结成

一种交往权力。这种交往权力可以送达到建制化的权力机关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形成公共权力 。这样 ,

在哈贝马斯这里 ,公共权力系统 ,特别是作为其执行系统的法律系统 ,与公共领域之间就始终保持着某

种张力 ,这种张力的张弛取决于法律是否正义 ,即是否充分体现了民主的意志。如果法律是正义的 ,那

么公共领域的公众们就遵守法律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处于舒缓状态;如果法律偏离正义的轨道 ,背离民

主的意志 ,那么公共领域就动员公民的交往自由 ,充分发挥政治自主 ,对不正义的法律进行批判 。批判

的典型形态就是公民不服从。

哈贝马斯认为 , “成熟”的民主应该包括公民不服从的可能性及必要性 。根据其话语民主理论 ,政治

权力即使已经通过法律运用到了整个社会 ,但这个“运用”主要是通过服务于多数人的“不完美”的纯粹

程序来实现的。“它是不完美的 ,因为民主程序的设立是为了证明对合理结果的假设是正当的 ,并不能

保证其结果就是正确的。”[ 4](第 397页)所以 ,依赖于纯粹程序的政治权力 ,就有了偏离真正民主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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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这种偏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政治权力受到非合法化的社会权力的干扰和控制 ,不再

体现民主政治的意志 ,这样就会出现合法化危机;另一方面 ,生活世界是变动的 ,而政治权力系统特别是

法律系统是固定的 ,这样 ,法律系统就可能实现不了期待其稳定社会的功能 ,市民生活就可能逸出法律

的控制范围 ,从而在法律与生活世界之间出现紧张 ,这时 ,公共权力系统就失去了社会整合功能 ,出现了

政治的合理化危机。不管是合法化危机还是合理化危机 ,都可能引发人们基于生活世界而针对法律进

行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

如果上述偏离真的出现了 ,由于政治权力自身没有反思能力 ,不能自行纠正 ,所以公民不服从作为

对法律的反思批判行为 ,其动力只能来源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并非一潭死水 ,而是像那不断涌动着的

泉水生生不息。正是这种绵延不息的生活世界使得法律而且包括宪法也具有了双重意义:“作为历史文

献 ,它保持对于它所诠释的那个基础行动的记忆———它标志着一种时间上的开端;同时 ,它的规范性质

意味着 ,诠释和设计权利体系的任务是对每一代人都重新提出的 ———作为一个正义社会的设计方案 ,宪

法明确表达了一个面向时时呈现之未来的期望视域。”
[ 5]
(第 464-465 页)所以 ,从长远来看 ,由于生活世界

的变化 ,民主法治国家就不可能是一个完成的结构 ,而是一项敏感的 、易受刺激的 、尤其是可错的 、需要

修正的事业 ,其目的是要在变化了的情况下重新实现权利体系。也就是说 ,要对它进行更好的诠释 ,更

恰当地建制化 ,更彻底地揭示它的内容 。可见 ,与罗尔斯将先验的一成不变的正义原则作为法律和行动

的准绳不同 ,哈贝马斯从鲜活的生活世界出发并充分挖掘它的潜能 ,这一点是它与罗尔斯在公民不服从

问题上的显著区别。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 ,这种基于生活世界的公民不服从并不是混乱无序的 ,而主要是通过公共领域的

批判功能来完成的。公民不服从运动通过公共领域将生活世界的议题主题化 、鲜明化 ,并诉诸两种对

象。一方面 ,诉诸政治权力部门 ,要求他们针对偏离民主意志的问题 ,根据公众舆论重新协商和决策;另

一方面 ,诉诸市民社会公众的正义感 ,也就是动员社会公众 ,引导他们对不正义的法律及其引起的后果

进行集体的关注和批判。这样 ,公民不服从就把建制化的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与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连

接起来。如果说 ,公共领域是政治系统的“一个预警系统 ,带有一些不具有特殊功能但在全社会范围都

敏感的传感器”[ 5](第 435 页),那么公民不服从则是预警系统的警铃 ,一旦拉响 ,政治系统的各个相关功

能系统和公共领域的公众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主题上来 。

同时 ,哈贝马斯也指出 ,公民不服从要克制在交往理性的范围之内 ,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演变成为暴

乱或者革命。在他看来 ,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特殊形式 ,公民不服从必须以交往行动为基本形式 ,以理

解为目标 ,将公众舆论传达给政治系统 。因此 ,虽然公民不服从是违反或针对既有法律的行动 ,但其宗

旨不在于实现自我的私利 ,也不在于颠覆政治系统 ,而在于纠正不正义的法律或政策。因此 ,公民不服

从不可能建立在独断的私人的世界观之上 ,它不能受到社会权力及其传媒的操纵 ,而只能建立在那些根

植于宪法自身之中的原则上 ,其本身的出发点是出于对宪政民主的尊重。

可见 ,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有别于暴乱和革命 ,也有别于反叛 ,它是非暴力的 。从他自身的经历

可以看到 ,从对纳粹的坚定批判 、反对越战 、反对军备竞赛到反对伊拉克战争 ,他一直反对暴力 。他认

为 ,暴力的实施是工具合理性的运用 ,是强权的体现 。他的话语民主要求以相互理解的话语为交往手

段 ,所以 ,公民不服从作为成熟民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是不能超越非暴力的界限的 。

哈贝马斯认为 , “公民不服从”对公共权力系统的这种非暴力的批判 ,一方面体现了权力系统的危

机 ,另一方面体现了公共领域的自我意识:即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意志始终先于建制化的政治权力系

统 ,并且 ,在危机情况下 ,被充分动员起来的公众凭借交往权力可以对公共权力系统产生足够的压力 ,以

促使它面对危机 ,并依据公众舆论做出相应的调适。因此 ,公民不服从是一种群体公共政治行动 ,而不

是个人的伦理或道德行为 。它需要多元的公共领域对相关议题进行足够的关注和讨论 ,最终形成一个

公众舆论 。这种公众舆论表明了相关公众的某种政治认同 ,但是这种认同要与基于共同善的社群的伦

理—政治认同区分开来。公民不服从的目标不是实现社群的共同善 ,而是基于公民权利的 、普遍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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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治认同。虽然和罗尔斯一样 ,哈贝马斯也认为 ,正义优先追求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而不是社群

的共同善 ,但是与罗尔斯的不同是 ,哈贝马斯这种正义是建立在以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动基础之上的 ,

而不是建立在先天的自然法或者假设的原初状态上。他认为 ,公众需要对自我的生活世界有足够的体

验 ,并在与他人交往中形成共识 ,这种共识随着生活的节奏而变化 ,具有历史性 。而罗尔斯则认为 ,公民

不服从所依据的原则是在假设的原初状态中形成的重叠共识。即使他采用了反思平衡的调节方法 ,但

是这个重叠共识总是具有相对的固定性 。

综上所述 ,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与前人的公民不服从理论有共通之处 ,即都是一种非暴力的 、公

开的 、违法的政治运动。但是 ,之前的理论把公民不服从的依据建立在既定的意志(苏格拉底)、良知(梭

罗)、真理(马丁 ·路德·金)和正义原则(罗尔斯)之上 ,并以之来辨别法律是否偏离正义的轨道 ,这明显

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 。在哈贝马斯看来 ,公民不服从运动应该建立在后形而上学的公共领域话语之中。

公民不服从意在表达一种对权力执行的抗议 ,抗议那些通过合法途径而产生 、但是根据有效的宪法原则

又不具有合法性的决策。与以往的理论一样 ,他的公民不服从也需要忠于法律 、忠于理性 、忠于公民的

自由意志 。但是 ,法律或宪法不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之中 。这

个“生成”和“完善”是建立在民主的政治意见和意志形成的程序上 ,政治系统不断地接受公共领域的批

判。用以纠正的理性也不再是先天的理性或意志 ,而是公众在交往行动之中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交往

理性 。公民的自由意志也不再是自我的良心 ,而是公众在公共领域中达成的普遍共识。

[参　考　文　献]

[ 1] 　[古希腊] 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 ,罗念生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 2] 　何怀宏:《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 3] 　Raw ls , John.1999.A Theory of J ustice.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 sity P ress.

[ 4] 　H abermas , Jǜ rgen.1998.“ Reply to Symposium Pa rticipants , Benjamin N.Cardozo School o f Law ,” in Rosenfeld ,

Michel & Andrew Arato.Habermas on Law and Democracy .Be rke ley:Univer sity o f Califo rnia P ress.

[ 5] 　H abermas , Jǜ rgen.1994.Fak tizitä t und Geltung :Beiträge z 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F rankfur t am M ain:Suhrkamp.

(责任编辑　涂文迁)

On Rawls' s and Habermas' s Theory of Civi l Disobedience

Yang Li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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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Socrates w ho had realized that the sentence to him w as unjust how ever rejected

jailbreak and accepted the execution , to Tho reau who def ini tely advanced the thought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carried it out in body by resisting tax , to M artin Luther King w ho org anized the

bedin for Negro f reedom , in the process o f democracy , the civil disobedience has become a kind of

t radition in the West.Raw ls brought the issues o f the civil disobedience into his sy stem o f the theo ry

of just ice and expounded it , so as to make i t become the focus of law , ethics and politics again.But

Raw ls' s discussion about i t has some limitations.Compared w ith Raw ls , Habermas' s accounts are

mo re persua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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